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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后饮食消费的政治规制与精英悖论 

——以示范效应为主要视角 

周石峰
1
 

(贵州师范大学，贵州 贵阳 550025) 

【摘 要】：消费政治化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现象之一。抗战胜利之后,奢风大盛,国民政府再次推行节约运动,自

上而下对饮食消费进行政治规制,对筵宴规格进行刚性管控。政治规制的严苛与精英阶层的炫耀性消费构成强烈冲

突,消费实践中投机主义盛行,法规效力消解殆尽,节约运动乏善可陈。由消费示范效应的角度审视,运用政治甚至法

律手段规制消费行为,显非最佳治理策略。精英阶层既是消费规训者,又是消费示范者,此一精英悖论是民国时期节

约运动效力不彰的关键因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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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政治化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现象之一。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试图对消费行为进行政治规制，起于 1930年的节约运动，或起

或伏，时显时隐，绵延未绝。政治权力深度介入国民消费这一道德领域，诚可视为“教养身体的政治”，并能透视民族国家构

建的历史困境。1不过，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改塑消费行为的治理策略，始终难以破解消费示范效应的精英悖论。 

本文主要基于消费示范效应的视角，并且为了讨论相对集中，而将论域重点聚焦于抗战胜利之后的筵宴节约问题，以期管

窥政治规制的精英指向及其悖论。 

一、政治规制与精英指向 

(一)筵宴奢侈与政治规制。 

全面抗战时期曾有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的讽刺性现象，而抗战胜利之后，战时一度受到抑制的消费欲望得到有效释放

并强烈反弹，2 社会上层的奢侈之风，较前更加严重，“道德之沦丧与人心之萎靡，为前史所未见”。[1]上海享乐主义盛行，流

行“苦尽甘来”的错误观念，以致首次来华的外国人不认为中国是一贫穷国家。[2]东归上海者竞相“陶醉于物质享受”，追求“新

装、汽车、洋房”。[3]1946年上半年，筵席税一度跃居上海财政收入之首，被讥为“建筑在筵席上”。[4]筵席捐在杭州市府收入

中也占较大比重。
[5]
据广州“节约委员会”1945 年底的调查，茶楼酒楼每日消耗“诚足惊人”，但“紧急救济会”平均每日掩

埋贫民尸体超过 20 具，死因多系“颠连困苦，营养不足”。[6]湖南灾情异常“惨重”，甚至“演出了吃人肉的一幕”，而长沙

的“大人先生依然酒食征逐”，省府改组之际，“冠台云集，往来酬酢，一席动辄数万金，或一二十万金”，形成“民间吃人

肉，官场人吃肉”的荒诞怪象。[7]58因此，即便《新运导报》亦承认:大量民众“在饥饿线、死亡线上挣扎”。[8]蒋介石强调“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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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颓衰，于今为极”，[9]而社会舆论则嘲讽道:“等到原子弹一丢，矮子们缩成了矮矮子，庆祝‘胜利’，吃‘禁’大开。恢复

旧习惯，莫提‘新生活’”，节约运动“换了几位委员大人”，再度应时而起，而筵席又“首当其冲”。[10]277 

此次节约运动大致从 1946 年开始。4 月中旬，蒋介石要求还都要员“切实提倡节约，为僚属示范”[11]。在 5 月 5 日的首都

各界庆祝还都大会上，蒋再次强调“戒浪费”、“尚节约”[12]。根据蒋的训示，行政院相继颁行一系列节约法规，试图管控朝

野双方的消费行为。节约法规的筵席条文主要涉及菜肴数量、价格和品类三个方面。 

1946年的《复员期间节约筵席消费办法》规定中餐“每席十人以上不得逾六菜一汤，十人以下六人以上者不得逾四菜一汤，

五人以下不得逾三菜一汤;西餐每客不得超过一汤两菜一点心。”[13]1947年的《筵席消费节约实施办法》规定中餐不能超过“六

菜一汤”，西餐不能超过“两菜一汤”，中餐至少以八人为一席，不足一席之聚餐，则以一人一菜为标准，并由当地政府根据

属地物价而限制每席或每客的最高价格，餐馆内不准销售政府禁止输入的饮食品，要求饮食业同业公会制定公约，以及主管机

关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，“以收舆论制裁之效”。[14]1948 年的《饮食消费节约办法》更为细致和严格，除因国家庆典及慰劳

将士、公务机关法团招待外宾，及举行重要会议之宴会和庆吊节约办法中允许而开办的宴会外，其他一律禁止，“俾收官导民

遵之效”，[15]同时规定“设立经济食堂，不准新设餐馆”，政府禁止输入之饮食品一律禁止销售。[16] 

1947 年上海颁行的地方法规，要求中西酒菜业同业公会将节约筵席价格表呈报社会局核准，同时自定同业公约，包括执行

筵席标准、禁售进口饮食品、各会员单位一律添设小吃部等。[17]酒菜业公会自定中菜筵席最高限价未 120万元、最低 60万元，

西菜筵席分别限价每人 12万元和 10万元，经济客饭一菜一汤，分为每客 2万元、15000元和 12000元三个等级。所列价格均为

最高限价，各菜馆只能视其营业状况而逐渐降低。[18]禁止输入饮食物品的范围，可从 1946年的《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》一

窥端倪，其附表“禁止进口货品”列有“鲍鱼、海参、燕窝、鱼翅”等奢侈品。[19]1948年所拟《取缔进口奢侈品销售办法》，鱼

翅和洋酒仍为主要管制对象。
[20]
天津勤俭建国运动指导委员会也要求中餐不销售鱼翅、海参等“名贵菜”，西餐不销售洋酒和

咖啡等消耗品。[21]新疆对“不可避免之筵席、宴会”，要求以该省出产之蔬菜和肉类为限，若系维族筵席羊肉抓饭，则“不备

他菜”。[22] 

(二)政治规制的精英指向。 

央地两级的节约法规，均强调各地行政首长之宴会尤应以身作则，为民表率，俾收官导民遵之效，并且对公务员的筵宴以

及必要的接待宴会，均予以细致规约，凡此种种，清晰透露出主政者对精英阶层示范效应的体悟与考量。消费节约运动应该指

向精英阶层，这也是社会各界的最大共识。经济学家赵迺抟认为，除了军阀、豪门和奸商之外，多数民众的生活程度“不如战

前远甚”，如果政府明了消费之“真铨”，并能为多数民众福利着想，则应该提高而非节约消费。他抨击京、沪奢风“为全国

冠”，一席之费动辄数百万，并非百姓所能希冀，惟有“豪门奸商挥金如土，毫不介意”。他讽刺道:“试执一草履之夫而告以

勿穿尼龙袜，或对一啃窝窝头者而嘱以勿多食黄油奶粉，他们真是受宠若惊，瞠目不知所答。”[23]220-221崔敬伯强调，兵戈扰攘、

民生凋敝，平民业已“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”，勤俭建国应该指向“社会上层尤其是少数都市里的上层人物”，呼吁“政治上

层的人物做样子”。[24] 

社会舆论亦大声疾呼消费节约“从上做起”。上海《立报》强调，厉行节约系“自力更生、发奋图强的唯一出路”，但中

下级公务员、商人以及一般平民，“终年辛苦，不获温饱，罗掘俱穷，节无可节”，而豪门巨富、达官贵人则“一席百万，了

无难色”，“上层人物本身堕落，原不足惜，惟影响所至，为害至烈”，因此呼吁上层社会“公忠体国”，“尤望政府当局采

行强迫上级节约的有效政策”，一改积弊已久的政治作风，“以挽回人心，补救危局”。[1]《中国评论》强调，权贵阶层的奢侈

行为“足以影响多数人的信仰”，如果上层人物“口是心非”，老百姓则“阳奉阴违”，呼吁当局从整顿上层着手，务使显宦

豪门“先自检束”，养成勤俭风气，则风气所趋，必将事半功倍。[25]《时事新报晚刊》指出，政府技术人员、大学教授或一部

分自由职业者构成的中间阶层，“旦夕勤劳、夙夜匪懈”，但月入所得不足以维持“合理生活”，“已经衣无可节，食无可约，

更无待国家三令五申的强迫施行”。节约运动固然需要政府与人民合作，但“最要紧的，还是在上者以身作则的来身体力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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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能收到上行下效的效果”。[26] 

从空间而言，“节约应从上海做起”。上海开埠以后造成“骄奢淫逸的风气”，不仅“崇尚奢侈，而且道德堕落，沦为万

恶的渊薮”，“表面繁荣远甚于战前，人力物力的浪废，可谓达于顶点”，“自应首先切实施行节约办法”，上海市政当局以

及社会领袖应该“身体力行，实行节约，为民表率”。[2]与此相似，《新闻报》也认为，上海的“酒食争逐、婚丧铺张、甜歌恒

舞、交际馈赠”，“一切的昏天黑地与一切海派作风”，如果不能进行彻底改造，则不但全国节约“无从谈起”，而且“戡乱

与建国”亦无从着手。“前方的士兵，到上海来一看，他们决不愿再上前线去了，全国的有志青年，到上海来一看，他们不再

愿回到研究室与图书馆去了，全国刻苦的工农，到上海来一看，他们必然望洋兴叹，不愿再回到田野或机器房中去努力了。”[27] 

二、刚性规制与消费投机 

“六菜一汤”的制度设计，暗含着政治理性对可计算性的崇拜，但其语义指向并不清晰，中餐、西餐的差异性规定亦遭诟

病。时人揶揄性地指出，其“含糊笼统”之处有二，一是“汤”并无清晰规定，因为所指至少有三，“酸梅汤”为冷饮，“清

汤”、“原汤”以及成都“高汤”是无菜汤汁，而“鲍鱼汤”、“腰片汤”、“母鸡汤”、“金银蛋花汤”和“西红柿牛肉汤”

则为一菜。“六菜一汤”所涉“一汤”显非冷饮，但如系清汤，则与一人一菜的规定相较，七人反而比八人可多食一菜。二是

中、西餐的数量规定并不对等，吃西餐者“太占便宜”。如果八人采用西菜中吃的方式，则八人可共享二十四菜。[28]56-57制度设

计的形式理性与国人消费的实质理性之间明显存在矛盾，时人若庵指责消费节约办法“不切实际”，“八人一席”终非“十全

十美”，如果多出一至二人，则只能“挨饿或看吃”，客人既感“招待欠周”，主人更要“负疚良深”。“六菜一汤”也不够

“明朗化”，对于冷盆、热炒和大菜的安排，未曾学过代数、几何的厨子，恐怕求解不出正确答案。[10]278 

筵席节约恐非一种“将经营活动政治化、道德化的治理方式”，
3
而是基于道德问题政治化的治理逻辑。官员生活的奢俭与

其职业腐廉密切相关，但民众消费的奢俭则仅关乎道德，治理方式理应有别。在赵迺抟看来，勤俭建国运动包括政治运动与道

德运动，前者指向整饬吏治，须有“强制性”，后者关乎公民教育，“可示范而不可苛扰”，“不宜有强制性”。[23]295但既以政

治力量规制消费行为，根据科层制的逻辑，则必须进行数目字化的刚性规约，否则执行者缺乏操作的圭皋准绳。消费行为本质

上是“炫耀自己所能承担的最昂贵的信号”，而可靠的信号传达要求存在某种程度的炫耀“浪费”、“精度”、“声望”或“稀

缺”，其中炫耀浪费是“最简单、最流行的信号形式”。[29]因此，消费投机主义成为因应节约运动的基本策略。 

抗战期间的消费节约运动，虽然政府三令五申，但结果欠佳。以著名报人徐铸成的经历为证。1942 年底，前线战事紧张，

而重庆市面却日益繁盛，饭庄、酒肆、咖啡厅、俱乐部等消费场所“车马盈门”。官方推行“六盘一汤”并严禁饮酒。徐铸成

以《大公报》香港记者身份赴渝，一新闻官款待徐，声称“限于禁令，只能一切从简”。徐看到每人面前放着两碟，一盛酱油，

一个空着。第一道菜的盘子之大，内容之丰富多样，为徐生平所未见。主人咐吩“来点白醋”，跑堂上一大壶。主人即从徐起，

一一将空碟斟满，然后举“碟”说“请”，“原来是香洌的老窖大曲”。冷盘之后的几个菜全是大盘，都有不同的四菜。最后

一汤令徐“咋舌”，系鸡、鸭、蹄膀合成的“一品锅”，而徐早已“酒醉菜饱”。旁桌的“节约”筵席亦“大同小异”。期间

曾有宪兵队巡查，但看到并无“违章”者，“也就心照不宣地走了”。[30] 

类似的投机主义行为，在抗战胜利后的节约运动中屡见不鲜。譬如上海，“点一席菜，连装着一碗一碗的搬出来，至再后

一碗菜搬出来的时候，其中总有二三碗菜已吃光了的，那么把空碗收排再行递新菜，这样的循环换菜，只有主客知道吃几只菜

了”，
[31]

要么声称还有客人要就餐，“自然名正言顺地可以多要一样菜”，
[32]
“各大菜馆酒肆，吃节约菜者绝迹”。

[33]
杭州情

况如出一辙。市长周象贤接受《申报》特派员采访，认为上一年经济状况颇佳，各地游客愿意花钱，“并不在乎什么”。杭州

酒肆饭店可以满足顾客菜肴“丰盛”的需求，比上海“自由得多”。周坦言，游客消费若受限制，“必定扫兴”，而且“节约

餐”规定太严，饮食店亦无法维持。他直言不讳:节约初衷不容否定，但其执行则“在于良心”，否则“吃完一道菜，把盆子拿

走，再上一道菜”，“只落得徒劳无功”。[5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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筵席节约有悖于社会性消费的炫耀性特征，因而攀比效应层出不穷。“婚丧喜庆原取个热闹，炫耀筵席，现命名为节约，

便不炫耀，六菜一汤，也欠热闹。高贵的转移阵地到教堂，到鸡尾酒会。”上海社会“东西越贵越吃香，省钱的事没人干”，

“节约果然肃清了外表的太多奢风气”。
[34]

婚丧庆吊“竞尚奢靡”，否则“面子上有点不光彩”，
[35]
“不够场面”，

[36]
甚至认

为“节约便是吝啬，是矫情”。[37]圣诞夜的上海仍然供应每人 50万元的“大菜”，而某局成立十周年纪念，仍然举办鸡尾酒会

才“宾主尽欢”。[10]2771948 年的副总统竞选，孙科和李宗仁大宴群宾，“一时名贤毕至，冠盖如云”。[38]社会舆论则质疑政府

机关频繁的盛大宴会是否必要，认为只要通过各大餐馆的定座客牌和停车场所的汽车号码，即能查知筵宴主人。[7]232 

价格的传统角色被视为依赖于成本的“抑制剂”，[39]但“声望”或“地位”商品的研究表明，价格往往是质量的“代理标

记”，消费者愿意为功能相等的物品支付更高价格。[40]近人赵超构曾将此现象称为“奢侈律”。他在解释重庆各餐馆“百元一

菜”现象时，阐明了社会上、下阶层消费决策的差异，后者秉持“经济律”，“看货色，比价钱，处处打算”，“以最少支出

获最大效用”。前者奉行“奢侈律”，“所考虑者是舒适生活之外，还要加上‘面子’，‘面子’之外，还要加上‘自负’心

理的满足”。因此“才有声色犬马娱乐之好，才有珍稀宝物古董之癖，才有买物惟恐不贵，浪费惟恐不多之习。”“凡足以增

长奢侈，助成浪费，表示其有钱的身份者，他们无不乐为。自己奢侈得不够，便委托他太太儿女做浪费代理人，太太还浪费不

了，便委托他的仆人、他的狗、他的猫来浪费，你别以为他傻，他的浪费并非是无结果的，因为浪费换来了世俗的‘荣誉’。”

对于“百元一菜”，着眼于分析“维他命含量”者是“呆子”，其真正原因仅在于“百元”高价能够满足富豪的“浪费瘾”。
4
 

根据当地物价而限制饮食价格，操作难度极大。饮食品类极其多样，价格机制非常复杂，“姑不论过去的限价是否有成绩，

公文旅行是否费时间，单以小菜而论，就是平时，在餐馆中价目即常有变更，很难规定”。春末夏初的茄子、青椒等价目，几

乎每天行情都不相同。成都茄子初上市时，小如婴儿拳头者，“高悬水果店中，索价 2千元一枚”，但随着供给增加，尽管“百

物高涨数倍”，而茄子却仅卖数百元一斤。因此，假如每样菜品都限价，则必须分季成立各种委员会，如春天的“豌豆评价委

员会”，夏天的“猪肉评价委员会”、“死活鱼评价委员会”，而秋天的“螃蟹委员”和冬天的“羊肾委员”亦必应时而生。

“宫保鸡丁”加花生米与不加花生米，“蒸肉饼子汤”加味精与不加味精，其价格均可成为节约委员会的争执焦点，而当地政

府的备查表报无非浪费纸张而已。[28]57-58在恶性通胀的背景下，限价则更加困难，即使南京的顾客唯求“大快朵颐，虽然价昂，

亦闷声大嚼”。[41] 

三、私厨家宴、消费品类与精英炫耀 

(一)精英阶层的私厨家宴。 

“专业化仆役”是有闲阶级的“明显有闲”的代理人，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和博取荣誉的工具，其仆人应该“训练有素”，

“资质和技能”是“构成高薪仆役的功用的主要因素，是有教养的主妇的动人点缀之一”。[42] 

据作家树棻回忆，在民国“社会顶级阶层”中，虽有饭店请客者，但多系三五知友聚会，正式宴会主要在私宅举行。家宴

需要宽敞的餐厅和讲究的餐具，而最重要者须有高端厨师，能让来客品尝到酒楼饭店中吃不到的精美菜肴。他指出，浙江兴业

银行和浙江第一银行创办人李敏、上海商业银行创办人陈光甫、中国垦业银行行长王伯元、大陆银行行长谈公远等金融巨子的

家厨手艺，在上海政、商两界颇负盛名。曾任华东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树棻父亲，每次赴宴归来，都盛赞菜品精细而味美。

树棻家的两名厨师来自常熟两家酒楼，但其父认为远逊于李、谈的家厨，因为后者系苏州世家子弟沈京似亲自培养。[43]树棻所

述，清晰透露出金融精英之间对饮食服务的模仿与攀比，“邻居效应”
5
彰显无遗。时人海戈认为，筵席节约条文仅针对承办筵

席之餐馆业，而对“达官贵人之家庭宴客，则无明文，似嫌不甚公允”。因为中国讲究饮食者，“以用自己的厨子做菜请客为

最高贵”，雅名“郇厨”。他指出，前行政院长便是极考究此道者，家中雇有广东、江浙、平津以及四川等省和外国名厨，其

家庭宴客菜单，每视客人省籍而定。酒宴之丰富，莱肴之精美，南京市面，无出其右。[28]58 

社会中、下层将外出就餐视为改善生活品质，而社会顶层则恰恰相反，供养甚至调教私厨是生活品味的象征，举办家宴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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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上流社会的惯习。筵席节约“只禁菜馆，家用则不在禁止之例”，[44]导致“若干私设厨房遂应运而生，仍出售各种贵重菜肴，

且价格大增”。[45]1948年 5月，上海地方当局认为此举有违中央节约之本旨初衷，函请警察局“协助取缔”。[46]然而公馆宴客，

即使抽查也“无从查起”。
[47]
 

(二)消费品类与精英标识。 

节约法令所禁奢侈品类较多，为了讨论相对集中，此处仅聚焦于鱼翅。鱼翅系鲨鱼之鳍，包括脊鳍、胸鳍、腹鳍、尾鳍，

其中尾鳍壮大，最为贵重，被行家誉为“黄鱼尾”，外国人视为“弃置不用的废物”，而我国则视为“席上之珍”。[48]明代以

降，鱼翅“始为珍品，宴客无之，则客以为慢”，其烹饪工艺复杂，耗时较长，尚需大量辅材，即使“庖人为此，未必尽得法”。
[49]

据袁枚所记，我国古之八珍“并无海鲜之说”，但“世俗尚之”，“不得不从众”而作海鲜食单，“鱼翅难烂，须煮两日才

能摧刚为柔”，或用“好火腿、好鸡汤，加鲜笋、冰糖钱许煨烂”，或“纯用鸡汤串细萝卜丝，拆碎鳞翅，搀和其中，瓢浮碗

面，令食者不能辨其为萝卜丝、为鱼翅”。[50] 

民国以降，大量言论以科学主义为武器，试图消解国人的鱼翅崇拜。近人徐奠成曾经对银行员工进行生活教育，强调饮食

之道在于“适中”，“不能纵欲”，“不可任性”，满足营养需求即可。他特别强调，富贵之人嗜食鱼翅、海参等珍贵之品，

往往易生胆石症，“医治极感棘手”。[51]国民政府禁用鱼翅，部分舆论亦“极赞成”，认为鱼翅“食之无味，如同嚼蜡”，[52]“实

一无可取”，必须借助“熏制猪火腿之味”，否则难以下咽。况且菜馆鱼翅价格太高，如果禁食鱼翅，则筵席价格必定大幅度

降低。[53]但是，消费既有获得物质满足的“第一级效用”，亦有争名显富的“第二级效用”。[54]谢觉哉深刻洞察到饮食的潮流

效应:“吾人于味之美否，大抵阿世所尚，或欣其昂贵，以心理作用冲动生理作用，美之者未必真美，且或较不美于所不美者，

而以世俗美之之故，不得不从而美之。”[55] 

有学者宣称:“告诉我你吃的什么菜，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。”6这意味着饮食暗含着消费者的身份密码。鱼翅、燕

窝汤和皮蛋曾被西方人视为中国饮食的符号，[56]而前两者也是高阶地位的饮食表达。“节俭当崇”是“荣氏家训”之一，1934

年，荣德生夫妇六旬寿辰“力持节俭，不欲过事铺张”，但在他人看来，则“酒菜甚丰满”，每席 16元。前几道菜系鱼翅、燕

窝等。[57]1923年，杨希闵宴请孙中山，席有价值百元之鱼翅，孙声称:“我为粤人，鱼翅亦为粤之名馔，但吃此尚属第一次”，

并问“叨陪末座”的吴铁城是否品尝过如此“价昂之佳肴”。[58]于右任品尝上海梁园的鱼翅、烤鸭和瓦块鱼，亦“捻髯大乐”。
[59] 

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如此，知识精英亦不例外。以鱼翅而获盛名的“谭家菜”，诸多学界名流均有提及。时任辅仁大学校

长的陈垣曾致信胡适:“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时名，久欲约先生一试。”
7
而朱自清则盛赞“谭宅菜味厚重”。

[60]

刘半农与钱玄同等人为马叙伦庆祝 50 岁生日，其中广东鱼翅 20 元。虽然价昂，但刘并不认为鱼翅味美。钱则揶揄广东人“不

知味，以铜味为味”。次日晚上，刘半农又在“谭家菜”宴请叶恭绰。[61]鲁迅在《祝福》中写道:“明天进城去。福兴楼的清墩

鱼翅，一元一大盘，价廉物美，现在不知增价了否?往日同游的朋友，虽然已经云散，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，即使只有我一个。”[62]

清墩鱼翅为绍兴名菜之一，地方性知识嵌入文学叙事，是文学创作的常用策略。“物美”诚与饮食习俗有关，而“价廉”则视

收入而定。 

上海筵席节约初始，仍有餐馆违规出售鱼翅、海参而受惩处，[63]但后来检查则未发现销售禁售品的餐馆。[64]不过，“扣黄

肉鱼翅”以“黑市菜”的名义出现于酒宴，且菜价奇高。
[65]

有“女梅兰芳”之称的焦鸿英，曾在私宅举办诞辰宴席，上海诸多

政要出席，菜单中竟有“蟹粉鱼翅”。[66]蒋介石夫妇于 1948 年 5 月视察无锡，地方当局的招待物品，计有“鱼翅酒席 12 桌，

三五牌香烟 60听”。[67]虽然实行经济管制，但鱼翅需求不减，价格必定上涨。上海鱼翅一菜原售 6万元，节约后竟达 12万元。
[47]汉口的乌勾翅在 1947年 9月每担涨到 400万元，10月中旬售价已达 3200万元，12 月中旬再次加价 800万元。8同年 12月中

旬，上海鱼翅销路“奇畅”，市场做多，“市盘飞扬”，每担狂涨至 1 亿元左右。[68]其中原因，除了普遍性的通胀因素之外，

一是家庭私厨的需求旺盛，鱼翅“出路尚多”，
[69]

二是各地商人“见海味禁用，将来来源颇有问题，乃大事囤积”，
[70]

而菜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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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名义上不出售，暗底下贮藏，然后高价出售”。[69] 

要言之，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执着于对消费行为进行政治规制，亦努力倡导精英阶层以上示下，但其效果显然乏善可陈。消

费分层本质上是阶级关系的反映，[71]在社会分化和流动的背景下，精英悖论难以破解。各界精英一身二任，既是消费主义的先

行者和代言人，又兼任批判者和改造者，既践行炫耀性消费，又倡导黜奢崇俭，既膜拜进口商品，又鼓吹购买国货。“实施以

来，成效显著”，[72]这仅能视为政界的自我确认。新生活运动、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及节约运动等相继而起，虽然“适合国情、

切中时弊”，理论上“头头是道、井井有条”，但是，如果切实执行，则“奢靡之风，不至于如此之甚”，如果“行之有效”，

则无需勤俭建国运动了。[27]节约运动不过是精英阶层的拟剧表演，节约法令则成为民众眼中的“节约专书”或“节约档案”。[7]231

道德规训与法政规制各有其专属领地，“法律只能也只适合改变法律之所确立，风尚也只能改革风尚之所确立，如果以法律改

变风尚，是一种很糟糕的策略”。
[7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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